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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水稻土的系统采样，利用乙炔还原法估算宜兴市稻田土壤的生物固氮量；采用地统计学方法，对稻田土壤的生物固

氮量空间变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单位面积生物固氮量范围为 0.75 ~ 46.85 g/m2，均值 8.04 g/m2。采用普通克里格法

对采样数据进行了空间插值，稻田土壤的生物固氮量总体呈带状分布，高值区位于研究区西南和东南方向靠近丘陵地区，低值区则

位于研究区西北和东北方向地势平坦的区域。地统计学中的变异系数和块金值均表明稻田土壤的生物固氮量属中等空间变异，即研

究区内稻田土壤的生物固氮量受到结构性变异和随机变异的共同影响。可见，人为经营活动与自然环境共同影响着稻田土壤的生物

固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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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Biological Nitrogen Fixation of Rice Paddy Soils in 
Yixing City 
WANG Xin1, YAO Yao1, XU Mengjie1*, ZHUANG Shunyao2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Abstract: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biological nitrogen fixation (BNF) of rice paddy soils in Yixing city was studied using 

the acetylene reduction method and geostatistics method. Soi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systemically with a grid of 2 km×2 km. 

Results showed that BNF rate ranged from 0.75 to 46.85 g/m2 with an average of 8.04 g/m2. The raw data was logarithmically 

transformed to meet a normal distribution and then an optimized Kriging method was employed to describ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NF. BNF showed a belt distribution in the study region. The high value of BNF occurred in the southwest and southeast areas 

while the low value in northwest and northeast areas of the study region.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and nugget value showed a 

medium spatial variation of the BNF. Generally, BNF of paddy soils was influenced simultaneously by the artificial management 

and natur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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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是生命的核心元素，自然界中氮主要以惰性的

氮气(N2)形式存在，绝大部分生物不能直接利用，必

须通过固氮作用将 N2转化为活性氮才能加以利用[1]。

生物固氮是主要的固氮方式，其速率受多种因素影

响，与土壤有效氮浓度也存在着密切关系[2]。近年来，

以化肥方式输入生态系统的氮量激增，这些新输入氮

并不能被完全利用[3]，从而导致农业氮污染等环境问

题。因此，研究生物固氮对生态系统氮收支、农牧业

应用和环境氮污染的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2]。目前对

生物固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固氮形式、固氮菌种

类、作用机理与基因等微观方面[4-5]：如李玉文[6]在

外来大豆根瘤菌和土著根瘤菌中筛选出固氮效果最

佳的根瘤菌菌株，以提高大豆产量和品质；有些研究

详细地介绍了自生固氮、共生固氮和联合共生固氮 3

种固氮方式的特点和适用性[7-8]；还有一些研究深入

到生物分子层面，如陈华清等[9]研究发现的 nifH 与

nifD 等 6 个生物固氮系统中固氮所必需的基因。研究

者在微观生物固氮方式及固氮基因等方面做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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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得出了不少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成果。 

但是，对生物固氮的空间分异研究较少，已有研

究主要集中在固氮微生物的空间分布差异和固氮速

率的空间差异上。王丽娜等[10]研究发现不同种类固

氮微生物在亚热带水库的空间分布存在着差异。孙秀

茹[11]指出滩涂地不同空间位置上土壤的生物固氮速

率存在着差异。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文献研究了不同土

地利用方式对生物固氮量的影响[12-13]。因此，本研究建

立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借助地统计学分析和空间分析

方法研究和揭示生物固氮量及其空间变异特征。 

江苏省宜兴市是典型的水稻种植区，地处太湖流

域西部，地势较高，是太湖水补给的重要流经地[14]。

宜兴市拥有发达的经济、密集的人口、较高的农耕集

约化程度，在化肥、农药上的投入也要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市内降水丰沛，河网密布，易导致污染流入太

湖水体[15]。因此，研究宜兴市稻田土壤的生物固氮

可以为水稻减施氮肥提供参考，从而降低太湖环境污

染风险。本研究以宜兴市稻田土壤为研究，采用系统

网格法采集土壤样品，并利用乙炔还原法测定生物固

氮量，结合地统计学和 GIS 分析生物固氮量的空间

分异，进而估算生物固氮总量，研究稻田土壤生物固

氮量的空间分异和规律。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宜兴市地处 31°07′ ~ 31°37′N、119°31′ ~ 120°03′E。

地貌形态多样，其中 60% 为平原，其余为丘陵和渎

区，土壤类型以水稻土、黄棕壤和潮土为主[16]。宜

兴市全年四季分明，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 16.3 ℃，

年平均降水量为 1 294 mm。水资源丰富，北接

滆湖，东临太湖。截至 2015 年宜兴市耕地面积

528.71 km2，主要作物为一年两熟制的水稻及油

菜、蔬菜等。  

1.2  采样点布设 

参照宜兴市土壤类型分布图和 2015 年土地利用

空间数据，以 2 km × 2 km 网格在宜兴市布设采样点，

并导出采样点坐标[17]，采样点分布如图 1 所示。根

据坐标实地取样，记录编号。采样时在每个坐标点所

在 1 m × 1 m 的正方形区域内的中心点和四个角各

取一份表层(0 ~ 20 cm)土样，混合均匀后带回实验

室 [16]，并且在中心点处用环刀多取一份土样，测定

其容重，用于后续单位面积氮总量估算。 

1.3  试验设计与数据采集 

试验中盆栽种植水稻方法是将事先处理好的水稻

土壤样品放入试验盆(规格为 10 cm × 10 cm × 35 cm)，

每个盆内放入 30 cm 深的土壤样品。在水稻移栽前进

行一个星期的淹水处理，并施一定量的复合肥作为基

肥，施肥总量按照当地施肥水平 N 270 kg/hm2，且

N︰P2O5︰K2O=2︰1︰1，基肥施氮量为设计施氮量

的 50%，分蘖肥和穗肥施氮量均为设计施氮量的

25%[17]。水稻移栽时，每个盆内移栽两株秧苗，秧

苗移栽后 1 个月内，连续淹水管理(保持淹水层 3 ~ 

5 cm)，以后间隙淹水管理(淹水–湿润管理)。 

本研究采用乙炔还原法测定水稻土的生物固氮

量，乙炔还原法可以对土壤的生物固氮潜力进行估

算。该方法的原理是土壤固氮酶可以将 C2H2 还原成

C2H4，因此可根据 C2H4产生量来确定生物固氮量[18-21]。

在水稻生长期内每周从盆栽水稻盆钵中取土，用乙炔

还原法测定土壤的生物固氮速率。从盆栽水稻盆中取

土时，用小土钻取整个盆栽土壤厚度的土壤，同时称

取 1 份土壤样品测定其含水量，测定多下来的土壤回

到各自盆中，重复 3 次。盆栽试验是与当时的田间水

稻种植同步进行，从水稻移栽后开始采样，持续到水

稻烤田期，每周一次，共 13 次。在烤田期后，稻田

生物固氮量较低，试验不再测定。利用每周数据累加

来计算整个水稻生长季的生物固氮量。 

1.4  空间分析方法 

克里格(Kriging)法是国际上公认的空间插值方

法，也是地统计学的主要方法。该方法是基于变量相

关性和变异性，考虑被描述对象的空间相关性质，在

有限区域内对区域化变量的取值进行线性无偏最优

估计，使预测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22]。 

本研究采用了 ArcGIS 10.2、GS+9.0 软件进行了

半方差函数理论模型的拟合和空间分布图绘制，采用

SPSS 22.0 进行了统计分析。本研究的地图数据主要

有研究区的 1︰50 000 土壤图、1︰100 000 土壤地形

图、研究区行政区划图和 2015 年土地利用空间数据。

其中 2015 年土地利用空间数据来源于地理国情监测

云平台和北京数字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该数据经过

验证土地利用一级类型综合评价精度达到 94.3% 

以上，二级类型分类综合精度达 91.2% 以上，达到

研究要求。 

2  结果与分析 

2.1  描述性分析 

采用以平均值加减 3 倍标准差为阈值的方法对

148 个原始数据进行判别后剔除了 9 个异常值，并计

算各指标的统计特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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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域采样点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sites in studied area 

表 1  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的一般统计特征(g/m2) 
Table 1  General statistics of BNF in paddy soils 

样本数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标准差 CV(%) 偏度 峰度 

139 7.48 20.28 0.75 5.82 5.48 73.37 0.996 0.006 
 

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最大值 20.28 g/m2，是最

小值(0.75 g/m2)的 27 倍左右，差异较大；中位数与

平均值相差显著，表明水稻土壤生物固氮量的中心

趋向分布不一致；变异系数 CV 为 73.37% 和标准

差 5.48 表明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属于中等空间变异

程度[23]。 

K-S 检验结果表明研究区内稻田土壤生物固氮

量数据并非正态分布，其偏度达到 0.996。为了消除

由比例效应带来的估值误差，使得插值结果更为准

确，根据研究区内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原始数据的偏

斜性，对数据进行对数转换。转换后数据的偏度降为 

–0.272，峰度为–0.509，K-S 检验的显著性大于 0.05，

近似正态分布(表 2)，下一步可以进行地质统计学的

分析。 

表 2  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经对数转换后的一般统计特征 
Table 2  General statistics of BNF in paddy soils after logarithmic transformation 

样本数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标准差 CV(%) 偏度 峰度 

139 1.73 3.01 –0.29 1.76 0.80 46.08 –0.272 –0.509 

 

首先，借助 GS+9.0 软件计算获取普通克里格插值

法中最优拟合模型[24]，相关结果见表 3。其中决定系数

越接近 1.0，残差越小则表示拟合的模型效果越好[25]。

指数函数为最优拟合模型，其决定系数 R2最高为 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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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的半方差函数理论模型及相关参数 
Table 3  Semi-variogram function models and related parameters of BNF in paddy soils 

理论模型 块金值 C0 基台值 C0+C C0/(C0+C)(%) 变程 A(m) 决定系数 R2 残差 RSS 

线性模型 0.444 0.643 3 69.12 24 656 0.632 0.033 9 

球状模型 0.024 0.564 0 4.26 3 190 0.528 0.043 5 

指数模型 0.305 0.612 6 49.92 16 920 0.705 0.028 8 

高斯模型 0.076 0.564 0 13.48 2 598 0.525 0.043 8 

 
块金系数介于 25% ~ 75%，属于中等程度空间相

关性，即生物固定量的空间变异是受到结构性变异和

随机性变异同时作用而产生的结果[26]。具体而言，

研究区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是受到结构性变异和随

机变异的共同影响，既受到母质、水稻土类型等结构

性因素影响，也受到人为因素如施肥量、耕作方式、

土地利用变化等影响。研究区生物固氮量变程为

16 920 m，大于采样间距 2 000 m，表明采样方案能

满足空间变异分析的要求。 

其次，土壤属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可以分解为由系

统因素引起的固定全局趋势和随机因素引起的短距离

变异。随机因素引起的小尺度变异可以通过块金效应

和空间自相关距离的模型获得。因此，去除全局趋势

则能更好地满足空间自相关规律。如图 2 所示，全局

趋势图中，Z 轴表示稻田土壤的生物固氮量，X 轴和 Y

轴分别表示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地理坐标，可以通

过采样点的空间位置与生物固氮量高低投影到 XZ 表

示东西方向上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的全局趋势，同样

的，YZ 表示南北方向上的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的全局

趋势。总体来看，研究区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在东西

方向和南北方向都曲线变化较为缓慢，且形态不显著，

不能直接从趋势图中判断趋势的阶数，通过变异函数

拟合以及交叉验证法对 0、1、2 和 3 阶趋势依次进行

去除，选取插值效果较好的趋势参数见表 4[27]。 

利用 Kriging 模型对元素进行空间插值时，必须

符合一定的评判标准才能进行。通常空间预测值的

平均误差 ME 和标准化平均误差越接近 0，表明模

拟结果越好；平均标准误差 ASE 和均方根误差

RMSE 越接近，模拟效果越好；标准化均方根误差

RMSSE 越接近于 1，模拟效果越好[28]。根据上述标

准综合选择最佳拟合模型。最后，以指数模型为最

佳拟合模型对固氮量进行普通克里格插值。10 m × 

10 m的网格下绘制研究区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的空

间分布图(图 3)。 

 

图 2  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的空间趋势示意图 
Fig. 2  Spatial trends of BNF of paddy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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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克里金插值模型测试结果 
Table 4  Test results of Kriging interpolation model 

阶数 平均误差 ME 标准化平均误差 MSE 平均标准误差 ASE 均方根误差 RMSE 标准化均方根误差 RMSSE

0 0.193 4 –0.006 2 5.993 3 4.367 0 0.843 4 

1 0.334 1 –0.036 2 6.907 5 4.568 2 0.821 7 

2 0.397 3 –0.034 2 7.005 8 4.628 4 0.828 6 

3 0.464 6 –0.036 3 7.130 4 4.693 2 0.834 2 

 

图 3  普通克里格方法估测区域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的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NF in paddy soils estimated by ordinary Kriging method 

 

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总体呈带状，生物固氮量的

高值区位于研究区西南和东南方向靠近丘陵地区的

水稻土，低值区则位于研究区西北和东北方向地势平

坦的区域。由于南高北低的地势，施氮量会影响土壤

生物固氮的能力导致南面上游稻田所施部分氮肥积

聚到北边下游，影响了下游稻田的生物固氮能力，造

成了该种空间分布趋势。并且，普通克里格方法预测

的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范围都在 0.75 ~ 20.22 g/m2，

比实际范围(0.75 ~ 20.28 g/m2)小，但十分接近实际范

围，说明普通克里格插值方法能够很好地反映整个研

究区的空间分布特征。 

对研究区采样点的土壤生物固氮量的估测值

与实测值之间进行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了解克

里格插值方法获得的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的估测

值与实测值以及方法之间的相互联系。普通克里格

插值方法得到的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的预测结果

与实测值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极显著相关水平，即普

通克里格插值方法对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的预测

结果是有效的。 

2.2  稻田土壤生物固氮总量的估算 

土壤生物固氮量作为土壤属性的组成部分，其含

量在空间上是连续渐变的，理论上可以突破类型界

限，因此可以通过制作单位面积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

的空间分布图，利用 GIS 空间分析功能计算土壤生

物固氮量的总量。本研究借鉴 Batjes[29]所采用的土壤

类型的研究方法，在获得单位面积稻田土壤生物固氮

量的分布图后，将研究区内稻田分为不同基本面积单

元，在不同基本面积单元下，对研究区稻田土壤生物

固氮总量进行估算。采用普通克里格插值的结果，将

稻田分为 10 m × 10 m、100 m × 100 m、225 m × 225 m

的不同基本面积单元，估算出研究区稻田土壤生物固

氮量(表 5)。 

表 5  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总量的计算结果 
Table 5  Calculated results of total BNF in paddy soil 

规格 网格单元数 平均单位面积固氮量(g/m2) 固氮总量(t)

10 m × 10 m 7 409 795 5.88 4 354.71 

100 m × 100 m 74 173 5.87 4 351.88 

225 m × 225 m 14 690 5.88 4 3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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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固氮总量由每个栅格单元固氮量累加而

成，平均单位面积固氮量为固氮总量除以栅格总面

积。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尺度网格单元下，平均单

位面积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基本一致。因为 3 种栅格

尺度下固氮总量相差不大，栅格总面积差异也很小，

所以平均单位面积固氮量与尺度的变化之间不存在

相关性。研究区稻田土壤生物固氮总量大约在

4 351.88 ~ 4 396.28 t，有研究[30]表明 2010 年我国农

田生物固氮量达 460 万 t，研究区农田面积约占全国

农田面积的 0.06%，计算得出研究区生物固氮量约为

2 794.79 t，远低于本研究估算出的稻田土壤生物固氮

量，这可能是由于研究区的水稻田呈现斑块状，且土

地利用变化较大，加之近几年研究区为保护太湖生态

环境，减少氮肥使用，导致稻田土壤生物固氮作用增

强，生物固氮总量增加。 

3  讨论 

稻田土壤的生物固氮能力取决于土壤中微生物

固氮菌的数量与活性，而土壤微生物会受到土壤性质

及环境的影响。孙冰洁等[31]深入探究农田土壤理化

性质对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发现土壤密度越小微生物

群落较大，孔隙、pH 和有机质等对生物群落的规模

影响较为复杂，需要结合具体的环境因素和微生物种

类加以分析。车荣晓等[2]从分子、个体和群落 3 种尺

度研究了土壤有效氮与生物固氮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环境中的生物固氮速率与有效氮浓度表现出了

负相关，而在不同的尺度下有效氮与固氮微生物的群

落和结构之间关系较为复杂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为了研究不同的水稻土亚类对生物固氮量的影响，因

此根据中国土壤发生系统(Genetic Soil Classification 

of China，GSCC)将宜兴市稻田土壤划分为 11 个亚

类，包括潴育型水稻土、漂洗型水稻土和脱潜型水稻

土等，其中潴育型水稻土和漂洗型水稻土是研究区稻

田的主要土壤亚类。不同的水稻土亚类在生物固氮量

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表 6)，但是亚类间差异检验结果 

表 6  不同种类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的 
一般统计特征(g/m2) 

Table 6  General statistics of BNFs in different types of paddy soils 

土类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渗育型水稻土 7.38 14.11 2.15 

潴育型水稻土 6.69 18.48 0.77 

漂洗水稻土 6.81 17.23 0.75 

潜育型水稻土 6.15 6.15 6.15 

脱潜型水稻土 5.52 12.77 1.66 

其他 6.32 20.22 1.08 

表明水稻土亚类对生物固氮量的影响并不显著(P= 

0.97，>0.05)。 

除不同亚类外，为研究 pH 对研究区内稻田土壤

的生物固氮量产生的影响，对研究区内稻田土壤生物

固氮量与 pH 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两者呈显著负

相关(r = –0.008, P<0.01)。依据 pH 对研究区内水稻土

生物固氮量进行划分(表 7)，不同的 pH 间差异不显

著(P=1.00)。就本研究而言，弱酸性(pH 5.5 ~ 6.5)水

稻土总体固氮量平均值最大；中性水稻土固氮量的上限

值最高(20.22 g/m2)；酸性较强范围下生物固氮效果较

差。土壤的其他性质可能也会对土壤生物固氮量产生影

响，但具体的影响和作用机理仍需要进一步探究。 

表 7  不同 pH 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统计(g/m2) 
Table 7  Statistics of BNFs in paddy soils under different pH values 

pH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4.5 ~ 5.5 10.66 2.76 6.51 

5.5 ~ 6.5 16.56 1.66 6.81 

6.5 ~ 7.5 20.22 0.75 6.58 

7.5 ~ 8.5 14.98 0.77 6.72 

 
宜兴市稻田的人为经营方式和经营强度各不相

同[32]，不同的经营方式会造成土壤物理和化学性质

的差异[33-34]，该种差异最终会影响固氮微生物的生存

环境[35-36]，造成生物固氮量的差异。龚冬琴[37]以我国

南方水稻种植区为研究区进行长期观测和实验，发现

连续免耕在黏壤土类和黏土类 0 ~ 10 cm 表层土壤有

机质表现出了相反的变化趋势，黏土类土壤总体有机

质含量降低；10 ~ 20 cm 土层，两种质地土壤有机质

含量均明显低于表层土壤。胡心意[38]的研究表明，

对稻田投入不同种类的有机物料和耕作不同的深度

会对稻田土壤内磷脂脂肪酸含量和生物多样性产生

影响，即深耕和秸秆还田显著提高了土壤真菌、革兰

氏阴性菌和土壤总磷脂脂肪酸含量。综上所述，水稻

土亚类、土壤 pH 和人为经营活动的差异会影响研究

区内水稻土生物固氮量，但具体影响方式与作用机理

和除此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仍待探究。 

4  结论 

本研究利用地统计学中的普通克里格法，结合

水稻盆栽试验所获取数据，分析了江苏省宜兴市

2015 年生物固氮量的空间分异和总固氮量，得到如

下结论：研究区内稻田土壤生物固氮量介于 0.75 ~ 

20.28 g/m2，平均固氮量 7.48 g/m2，差异明显；普通

克里格预测生物固氮量范围在 0.75 ~ 20.22 g/m2，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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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实际范围，但预测值与实测值 Pearson 系数呈极

显著正相关，表明预测结果有效。研究区内生物固氮

量与水稻土的空间分布特征一致，均呈条带状分布；

研究区生物总固氮量估算值为 4 351.88 ~ 4 396.28 t，

且与尺度无显著相关性。人为经营活动与自然环境共

同影响着稻田土壤的生物固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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